
文明交流互鉴。
关于新中国史研究、“新中国学”。在新中国史上，每到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共产

党就自觉地总结一定时期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成就与经验，特别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其中，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回顾了新中国
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

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以此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辩证统一起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阐明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
史意义与基本经验。党的历史决议根据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形成、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新中
国历史发展的认知体系与叙事体系，是党关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成果。当今，“中国学”的重心从研究
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日益转向关于新中国之学即“新中国学”，并落脚于对新中国的认知，这是关于新中
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因此，新中国史研究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反映和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集大成者和最新发展，以“史”承载着党的领导和执政、新中国的建设和
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面貌，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这是构建
“新中国学”的学科基础，以及所要遵循的学术实践路径。

“新中国学”与新中国史研究，是关于新中国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学科。二者有机统一，将新中
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集中研究:什么是新中国，新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新中
国的社会矛盾运动和社会形态，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新中国新在哪里;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
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及前途与命运;新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国土、人口、地理等。总
之，这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的历史根据、逻辑来源和学理基础，需要“新中国学”与新中国史研
究“同题共答”和协同研究。“新中国学”在一定意义上来源于新中国史研究，新中国史研究观照新中国的历
史、社会和时代发展，是“新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基础、学科领域和基本样态。二者从学科功能与作
用来说，则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融合发展的。其中，新中国史研究主要以历史理论、历史逻辑和史学方法的
学科优势与特点，推动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学”。“新中国学”关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研究，则有
利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历史与时代内涵上深化和拓展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同时为开展新中国史的国际传播提供学理基础，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
———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

郑清坡

史料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基础。然而，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相关
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体系建设也明显滞后于研究实践的发展。迄今，有关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
仍较多聚焦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分类、解读以及对个别史料的辨别考证等，更多的还是属于史料研究而非史料
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已开始具体探讨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① 史料学并非一门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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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22ZFG77001)。

参见刘萍:《“史料革命”: 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北方论丛》2021年第 5期;宋月红:《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

建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 5期;左玉河:《问题、史料与范式: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 5期;

李红岩:《历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 1期。



科，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新中国史史料学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就
具有史料学的一般学科特征与方法，但与传统的史料学又不完全相同。新中国史的史料特性在与古代史、近
代史存在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会面临更多的新境遇。新境遇衍生新问题，也造就了新中国史史料
学的发展性、实践性特征，在诸如史料的搜集、生成、存留、阐释、社会功能、学科交叉等基本问题方面具有了更
加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本文即对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中的新境遇与新问题作一阐述，并探讨立足于新中
国史的“新中国学”资料构建问题。

一、新中国史史料搜集主体与范围多元产生的困境

关于史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当为首要工作，而对新资料的挖掘或范围拓展又是推

动相关研究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条件。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是史料搜集之必要
与艰辛的生动写照。有关新中国史史料的类别、整理和利用状况，已有研究论及，此不多述。总体而言，迄今
对新中国史史料搜集的主体主要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各级各类档案馆、民间个人，搜集内容和范围又基本依各
自的研究旨趣、职能、个人兴趣、史料的历史价值或市场价格等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因专业化程度和资源掌
握能力不同，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管水平也参差不齐，由此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
事实上，自新中国史研究兴起以来，各方面就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整理，并在史料搜集方法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做法。不过，既往研究较多集中于某一领域，诸如社会调查、口述史、档案、民间文献等，
缺乏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归纳总结，故新中国史史料搜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尚有待作进一步的探
讨。如史料搜集的轻重缓急，搜集什么样的史料，哪些史料需要搜集保存，如何找到史料信息，如何与史料保
有者沟通，如何获取史料，如何分类整理史料，如何对文本史料作必要的除尘、除菌、防腐，如何保存史料，等
等。其中，许多是在史料搜集的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而传统史料学无法给予有效解答的问题。
例如，搜集什么样的史料，这看似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在实践中也会成为新中国史史料搜集者的困扰。

限于研究旨趣、经费、存储条件等的制约，面对浩繁且多元的史料，进行有条件的搜集保存就成当下不得已而
为之的选择。但是，现今被认为史料价值不大而舍弃的资料是否就意味着若干年之后仍不具有史料价值呢?
况且对史料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搜集者的主观意志与见识。在史料价值的认知上，“彼之敝草，吾之珍宝”的情
况并不鲜见。比如，地方中小集体企业的资料就因数量过于庞大，且又多账册、票据等，具有一定的解读利用
难度，而多被收藏者视为畏途，弃之者要远远多于搜集者。因此，在这些中小企业破产时，其资料绝大部分被
作为造纸原料予以了回收。笔者就曾面对上千斤山西某小企业 1970—1980年代间的大量资料，因无力购买
和保存只能放弃。即便是有收藏能力的单位也会因其数量众多，且资料存在同质化等方面因素，无意搜集保
存。

二、发展中的新中国史与相关史料的生成和存留

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不同的是，新中国史是正在发展中的历史，其史料存量在不断地增长，因而就产生
了史料的生成与存留之问题。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机构等，都是新中国某段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大多会有
意或无意地留下有关那段史实的直接或间接记述。这些记述既包括客观生成，也包括主观生成。其中，主观
生成的史料难免会带有史料制作者的目的性，是仅仅对事实的如实记述且无意留存或展示于人，还是记述事

实本身就是为了留存并示之于人，其对事实的记述便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同样，无意留存下来的史料与有意
留存的史料对历史真实的展现也会有较大差别。后者可能会呈现出史料制作者想让其他人看到的什么样的
历史，却不一定是历史本来样貌的问题。那么，作为史学研究者要不要干预史料的生成过程? 诚然，完全不干
预并不符合实际。如口述访谈、社会调查本身就是对史料生成和存留的一种干预。但需要对哪类史料的生成
进行干预、如何干预、干预的程度、干预的利与弊等，都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不过，新中国史史料的存留极其需要史学研究者的深度介入，其目的是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完整、科学及

有序化保留史料。因此，对于史料学而言，不仅仅是要解决存留什么史料、如何存留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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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制作者或保存者系统、完整地存留史料，而不是有选择地存留。
然而，受限于多种因素，新中国史史料的存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前述，新中国史的史料十分浩

繁，不同时代、领域的资料保存状况也差异极大。毫无疑问，越是靠近当前，资料保存越丰富完整，对其重视程
度与相对久远的资料相比也会稍薄弱一些。如 2003年非典时期，各地进行的外出人员摸底情况调查，各村各
社区原始调查表格的史料价值肯定要大于全县或全区的总汇表。20余年前，笔者曾为寻找这些原始表格费
尽周折，最终才在某单位地下车库见到如废纸般堆积的资料。如今，又不知能有多少地方会保存这些原始的
调查表格。因此，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当事或亲历主体( 包括机构、团体、个人等) ，留存哪些资料以及如何留存，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显然，仅靠现有档案管理规章或个人兴趣等，无法适应当前和今后新中国史研究
对史料的需求。
诚然，新中国史史料的浩繁可为史学研究带来便利，但很难有哪个机构能够将某类或某地区所能见到的

史料搜罗殆尽，并予以有效保存，遑论个人了。当下，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史料存留方式，方能对此
境遇和问题予以有效解决。比如，一方面加强不同存储主体之间的协调，避免同类史料的重复存留;另一方面
推进纸质文本的数字化存储工作，减少史料占用空间，以尽可能多地增加史料数量与类型的存留。但史料的
存储并不仅限于将之搜罗后保存起来，或将纸质文本拍照扫描，还应包括史料搜集的过程、史料原初的存放地
及存放状态等信息，这些均是存储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旦失掉这些信息，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便只能读到史
料中记载的内容，而无法解读附着在史料上的其他丰富信息。

三、新中国史史料的浩繁与有效史料筛选困局

对于新中国史研究而言，并不会像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那样面对史料缺乏、分散等困境从而制约相关研究
的开展。正如李红岩所言，传统史学所遭遇的史料匮乏、碎化情况，未来史学无疑会大量减少。无论数量上的
“少”，还是分布上的“散”，抑或搜集上的“难”，以至荟萃上的“苦”，都将大大改善。特别是由于现代科技手段
的广泛应用，“荟萃比观”“别裁审定”的工作将会变得容易。总之，未来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将不再体现在史
料匮乏与难于寻获上，却会体现在过于繁多与不易挑选上，从而产生新的问题。① 由此，新中国史研究者所要
面对的将是如何在浩繁的史料中去伪存真，进而筛选出符合各自研究所需的有价值史料。新中国史史料筛选
也会成为比史料搜集更加重要的工作，这是使史料充分发挥其价值的关键环节。
史料的筛选，首要即去伪存真，对此相关论述较多。如左玉河所言，国史资料的考证辨伪，不仅仅是辨别

历史资料本身的真伪，更重要的是鉴别史料所反映内容的真伪。如新中国特定时期的报刊资料，不少是政策
宣传和典型报道，其中包含一些并非有效的历史信息，需要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详细解读报刊资料及其历史

语境，才能辨别这些史料的有效程度。民间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偏向，需要研究者慎重辨
别。② 然而，对于新中国史研究来说，辨别史料真伪不过是史料筛选的一个方面。此外，还要面对如何在数量
众多，且在不断增长中可能还存在大量同质化的史料中筛选出可用的有效信息的问题。将某种类型或主题的
史料全部搜集与保存，显然并不现实，既然是有所选择，那么必然需要一定的选择标准和依据。犹如前述大量
的地方中小集体企业资料，怎样从中选出具有一般代表性或典型性的企业，选择的标准和依据又是什么，又如

何选用海量的账册和票据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所作研究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也会反过来
影响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保存。

四、复杂多元的新中国史史料与史料阐释

由于新中国史研究面对的不是史料少而是史料过多，且存在大量同质化的史料，史料学的主要工作也随

之而改变。特别是围绕同一事件或人物的各类相关史料会比较多地保存下来，不仅有文本史料，还会有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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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见、亲闻人物的口述史料，甚至影像史料等。复杂多元且处于增长和变动中的史料使得对历史真实的探求
变得异常艰巨复杂，即便众多史料呈现的是同一历史真实，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所得结论也会大相径庭，由

此也就可能混淆或遮蔽历史的本质。犹如对同一史实的回顾，由于立场不同、时代演变、社会环境差异、个人
处境变化等，不同当事人就会存在不同的阐释，即便是同一当事人也会存在前后阐释各异的情况。有学者认
为，人是历史的人，“历史认知”也因此具有历史流动性;面对同样的历史实然，不同时代的人必然作出不同的
解读，重新建立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建构不同的历史图景。①

笔者曾计划对集体化时期某村“铁姑娘”队队长作一次口述访谈，待见到其本人时，过去曾是无上荣光的
事如今却变成她一段不愿回首的经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年轻时不顾身体条件的过度重体力劳作造成的身
体损伤，使得年老后病痛缠身。再如，“大跃进”时期某县进行的一次群众性、运动式的土壤调查，因其调查方
法的不严谨、不科学，调查内容的可靠性也就不足，由此产生的调查报告就无法真实反映当地的土壤情况。但
调查报告本身又是真实的，对调查目的、过程、方法、不足和问题等的记述也是真实的，其中内含较为丰富的时
代信息，如果一概将其视为不可靠史料予以遗弃，未免有暴殄天物之嫌。

有学者在对白洋淀地区某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该村对于抗日时期村中某位英雄人物居然有从英雄到

假英雄的截然相反的讲述。但作者所关心的并非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更加正确，而是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
是如何发生改变的，这种改变会在什么背景之下被提出，提出者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论

证其看法。② 由此，对史料的阐释，实质上是在关注史料讲了什么的同时，也要关注为什么讲、以什么方式讲
及为什么以此方式讲，亦即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揭示能够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

五、大众对新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高度参与和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公共性

虽然目前还未有学者就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公共性展开讨论，但在人人都是当代史的书写者也是史料制作

者、留存者、搜集者的情况下，就不得不正视史料学的公共性问题，亦即史料学对大众的普及。

新中国史是与现实性、时代性紧密相连的学科，它不仅深受现实和时代的影响与制约，还需要及时回应和
解答现实性与时代性提出的各类问题，诸如新中国史的主流、历史发展进程、时代内涵与世界意义等。在互联
网、自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写作者。无论他们是出于真实的爱好，还是出于带有
某种倾向性的其他目的，其作品在大众间的影响时常要高于严谨的史学论著。特别是当一些人以亲历、亲见、

亲闻的角色撰写有关史实时，更容易让人们相信其所写的真实性。然而，必须重视的是，这些有关新中国历史
的书写者并非都经历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由此便不免产生各种问题;或者想撰写历史类文章却不知如何

搜集、辨别和运用史料，或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或者故意曲解史料，有意或无意地误导了大众对史实的正确认
知。

此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非史学研究领域的个人投入到新中国史史料搜集的队伍，搜集内容和范围往往

以个人兴趣爱好或市场价值大小为准。其积极方面在于有利于文献的保存，免于过多的史料文献被毁或沦为
纸张的生产原料，但消极方面也不容忽视。因搜集者目的各异、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极少会拥有史
料学专业背景，对相关史料的原生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破坏俯拾即是。更不用说民间这种无规则的，甚至于
稍带野蛮式的搜集，无形中会抬高流落民间的史料的市场价格，增加了专业史学研究者搜集利用的难度。包
括非专业史学领域或个人在史料生成与存留过程中，也急需专业的史料学理论方法的指导。

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需求，推动着新中国史史料学在进行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建设的同时也

应着手其公共性建设，向大众普及史料学知识。但这种普及首先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亦即民众在史料的生
成、存留、搜集、辨别、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民众渴求获取怎样的史料学知识。至于普及的方式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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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积明:《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河北学刊》2023年第 4期。

赵旭东、罗劲:《图式冲突中的英雄观念重构与真实性告诫:以华北一村落有关抗日英雄的集体记忆为例》，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
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法，应符合民众的接受程度和要求。

六、科学技术与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机遇和挑战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史料学研究的影响无疑至深至远，其改变的不仅仅是史料存储、传播、检索、获取的方
式，乃至对史料的概念、范围、生成等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已经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有过较多深入
的探讨。① 当然，既往的相关探讨更多还是围绕科技对史料存储、获取等的影响展开，也基本聚焦于史料的数
字化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涵盖新中国史史料的全部内容。对于新中国史史料来说，更加海量的是新生的
数字化史料，亦即其生成就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如何保证这些数字化资料在保存、传播过程中没有被修
改过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毕竟对于非专精的计算机专业人士而言，辨别数字化史料的原初形态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同时，在利用数字化、大数据处理解读史料时是否会存在模式化、同质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可知。
科技的发展呈现日新月异的趋势，其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人们的一般认知，发展速度甚至超出普通

大众的预期。如 ChatGPT的出现目前已经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其对史料的生成、搜集、解读、考
据等也必然会产生影响，但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是利是弊，如何规避不利影响等，尚有待于史料学领

域的进一步深入探究。
显然，新中国史史料学无法回避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但由此可能带来的学术规范与诚信问题也不容忽

视。比如，当前受限于史料数字化程度的不足，且大多又以图片形式呈现，人工智能暂不能完整、准确地识别
图片中的文字，加之各级各类档案馆所藏档案无法实现网络共享;人工智能可获取的相关史料十分有限，其对

史料的解读、校勘、考订等都极不成熟。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史料的增长，在可预见的将
来，人工智能对史料的解读、校勘、考订等很可能会胜于相关学者的研究。但如果学者利用人工智能展开相关
研究却不注明时，又如何区分是个人研究成果，还是人工智能的成就。因此，在关注科技给史料学带来有利影
响的同时，也应关注和探讨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及应对之法。

七、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与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创新

当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几乎已成为史学硕博士学位论文在书写理论与方法创新时的一个

“规范”内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他学科的发展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史
学研究就再也无法回避对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的借鉴。相比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新中国史研
究所受其他学科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这固然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健全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事实上，对
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史学界要稍晚于其他相关学科。10余年前，李金铮曾指
出，有关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历史学学者参与并不多，反而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
者取得了突出成就;尽管他们关注的核心是现实问题，但往往追溯社会演变的历史基础，关注集体化以来中国

社会的变迁。② 这显然与新中国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历程有偌大关系。
1950年代，新中国史研究虽然开始兴起，但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此后又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之后才逐

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世纪以来，新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获得飞速发展，加之近些年突
出强调的“新文科”建设，其一个典型特征即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仅是文科内部，更包括文科与理工农医等自
然学科之间的交叉。由此，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必然会受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影响，推动相关史料学理论方
法的不断创新。比如，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对新中国史史料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解读
等方面，还包括其他学科有关新中国的研究成果能否成为史料、如何成为史料、怎样作为史料加以运用，以及
其他学科对待本学科内资料的态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这势必会推动新中国史史料范畴、搜集和研究利用
理论方法等方面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事实上，这也是作为综合性学科的“新中国学”在资料构建过程中必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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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萍在《“史料革命”: 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一文中专门设有一部分用于梳理“科技如何改变史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及观点。

李金铮:《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晋阳学刊》2011年第 1期。



对并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八、新中国史史料学与“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和实践性

目前，“中国学”的重心从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日益转向“新中国学”，并落脚于对新中国的认知。
而“新中国学”是立足于新中国史，构建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认识和传播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
会及时代的综合性学科;新中国史即成为“新中国学”的重要来源、实践路径与内涵构成。① 由此，新中国史史
料也就构成“新中国学”的重要资料来源，相关史料学建设即成为加快推进“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主要学科
基础，发挥着理论方法指导的作用。虽然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都以新中国作为共同研究对象，具有相
同的历史、社会与时代环境，其资料建设会高度重合，但二者的资料范畴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更多
的还是一体两面，新中国史史料学与“新中国学”资料构建具有发展性与实践性的共同特征。
首先，“新中国学”是关于新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学问，举凡有关新中国的文字和物品皆为其资料来

源。新中国史是发展中的历史，内含新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历史。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
是二者的一个显著特点，且其研究对象都处于发展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即便“新中国学”的部分资料一
时还未能纳入新中国史史料的范畴，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资料恰恰是正在生成和存留中的研究新中

国史的史料。因此，二者又是相通的，具有发展性特征。
其次，无论新中国史史料学还是“新中国学”资料构建，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很多问题是在实

际研究过程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存留等实践中遇到的，而且许多是新生问题而非传统问题，这就需要在借
鉴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方案并加以验证有效性。随着对“新中国学”研究和认识的深化，
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加深，相关资料构建也会随之逐步发展完善。当然，这种实践是发展中的实践，新中国
史史料学应在发展中不断地谋求创新，“新中国学”的资料构建同样也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推进。这就需要随着
时代演变，结合研究进展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应及时归纳与总结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提炼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综上所论，新中国史史料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异常多元、复杂、多变、艰巨，且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动之
中，这决定了其史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发展不能停留在传统史料学的范畴，而是要时刻保持着时代
性和创新性，并能够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新中国学”的资料构建与新中国史史料学相辅相成，在新中国的
发展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并具有发展性与实践性的共同特征。

2000年左右，新中国史学界还极少有学者关注和利用当代乡村基层档案及其他民间文献开展具体的研
究。随着学术界对新中国史研究自上而下叙事方式的反思，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野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基
层档案和民间文献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如今在“资料革命”的推动下，学术界对当代民间文献的搜集和利用
已成为新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正呈方兴未艾之势。这显然是在社会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实
践推动下，新中国史史料范畴逐渐扩展，过去被忽视的史料及其价值得以被发现并受到广泛重视。
“新中国学”立足于新中国史，而新中国史又是发展中的历史。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人既是当下历史
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从新中国史史料还是“新中国学”资料构建来说，在
数量上都极其浩繁，在类型上也十分多元，且资料的数量和类型都在不断的变动增长之中。在人人都是史料
制作者和存留者的情况下，研究者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辨别、考据等传统的史料学
范畴，而是更加多元、复杂、多变的史料环境。正是这种发展中、变动中的历史及其与时代的紧密相融，赋予新
中国史史料以时代性特征，使其具有了与“新中国学”相通的特征，并且这种时代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
史的发展在不断演变。

( 郑清坡，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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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本栏目宋月红《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河北学刊》2024年第 5期) 一文中有关“新中国学”的相关概念及阐释。



The Study of New Chinese History and
“New China Studies”(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SONG Yue－hong
Chairman’s Words: This year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75 years，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The CPC has led the people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has taken advantage to start a new journey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chieved the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from
standing up and growing prosperous to becoming strong，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chieved a renewal
of lif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has continuously nurtured，
generated，and developed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about New China，namely“New China Studies”．
“New China Studies”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stud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which also
promotes the shift of Chinese studies from“others shaping”to“self －shaping”，and the focus from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exploring the history，society，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New China，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China and the world．“New China
Studies”is a complex systematic discipline，an“encyclopedia”about New China－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China Studies，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preading the Chinese spirit，Chinese values，and
Chinese strength to the worl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New China Studies”，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hinese studies，
is both a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New China history research and a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for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and increase
China’s voice． To this end，we have jointly planned this special discussion with Hebei Academic Journal
in various aspects，with the aim of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n－depth development of“New
China Studies”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study of New China history; China Studies; “New China Stud-
ies”; “World China Studies”; historiography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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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内外文

献索引、文摘和全文数据库收录，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
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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